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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到国际安全环境
变化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美国总统由于在安全决
策中受到国会的制衡和行政部门的掣肘，将国安会机制引入到安全决策中。

在发展历程中，国安会系统演化出满足总统主导安全决策需要的诸多机构特
点，与总统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共生体，并突破了宪法和行政部门对总统安全决
策权力的限制，实现了总统和国安会权力的双重扩大化。总统对国安会的倚
重和国安会权力地位的提升，也导致了国安会的组织官僚化，以及决策流程的
精英化，不免使安全决策过程缺乏理性平衡，决策结果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
的美国国家利益。展望未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
相对萎缩和国内政治资源争夺的加剧，将使国安会原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受到
巨大冲击。美国国安会体系能否沿着原有轨迹发展，能否维持在美国政治权
力结构中的原有地位，都将面临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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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安会产生的政治权力基础

美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宪政主义、权力分立、有限政府、两党制和总统制等

基本特点，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造成了总统权力的有限性和模糊

性，与美国安全决策的保密性和集权化要求存在根本对立。总统在安全决策

中主要受到国会的制衡和联邦行政部门的掣肘。

第一，从美国宪法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初衷和宪法具体条文来看，国会

被制宪者们有意设计为美国政治体制以及安全决策权力结构的核心，总统的

安全决策权力受到国会的诸多限制。但宪法条文的含糊界定，造成国会与总

统安全决策权力存在一些重合地带( 权力“半阴影区”①) 和真空地带，为总统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主导安全决策留下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总统而非国会

拥有代表美国处理安全事务的最高政治责任和政治追求，总统较国会拥有更

好的机构特性和资源条件处理安全事务，并有更强烈的追求安全决策主导权

力的欲望。因此，从宪政框架下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关系看，总统在安全事务上

的法律赋权与政治责任并不十分匹配，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上的驱动力，使总统

在争取安全决策主导权上拥有很强的动力。

第二，从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的行政权力分支的内部权力结构看，虽然总

统拥有宪法规定的最高行政权力，各行政部门的领导人也都是由总统亲自任

命，但总统在安全决策中对联邦行政部门的控制力有限，政策协调过程困难重

重，“高度个人化的总统权与讲求决策程序化、制度化的常规官僚机构之间发

生抵牾和摩擦是一个持续主题”。②

美国总统在安全决策中受到宪法的限制和政治环境制约，国会和联邦行

政部门都可以制衡和掣肘总统的决策。总统纵然位高权重，也无力满足推行

全部政策目标的需求。但是，与安全决策中的其他参与者相比，总统是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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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 Ｒobert H. Jackson) 在 1952 年的强占钢铁公司
案( the Steel Seizure Case，1952) 中首次提出了“半阴影区”这一概念，并认为“在这个区域
内，总统和国会分享着某种权力，或者说在这个领域中，二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不怎么明
确”。参见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 第 2 版)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0 页。
牛可:《帝国中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窥》，《世界知识》，2010 年第 5 期，第 64 页。



整体上进行全方位考虑，力图制定一个综合性的安全政策。因为只有总统拥
有促成跨部门、协调性安全政策的政治资源和行政能力，故而被外界寄望须

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承担全部政治责任。这种在安全决策中“责权不一”的境

地，使总统有控制安全决策的压力与动力。这一权力结构使总统产生了对

集中安全决策权力的政治偏好，总统只能从美国宪政架构之外寻找突破点，

在决策流程中引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非常规者”，力图掌握安全决策的

主导权。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简称国安会) 基本包含四种含义:一是狭义上的国

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即《1947 年国家安全

法》所规定由总统召集的“法定国安会正式会议”，也相当于目前国安会决策
体系中由总统召开的最高级别的政策协调与决策会议。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安会决策体系里根据总统行政命令所建立的各级跨部门协调机构，本文

将其称为“国安会各级协调与咨询会议”。三是国安会办公厅( NSC staff，简称
NSS) ，是保障国安会各项功能正常运转的幕僚班子，属于白宫办公厅的常设

机构，日常所说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安会各部门资深主任( senior directors) 及
不同级别幕僚等，都属于该机构的人员。四是广义上的国安会系统和机制
( NSC system) ，是前三者的总和。本文主要讨论第四种含义上的国安会。

二 国安会的历史变迁: 1947—2016

国安会设立至今，已经走过 70 年的发展历程。国安会在美国外交及安全

事务中如何发挥作用，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历任总统是核心要素。

( 1) 杜鲁门总统时期，国安会初创
1947 年，杜鲁门总统提议成立国安会。国安会的成立，既是美国加强国

家安全政策协调以应对冷战时期外部安全威胁的需要，也是美国各军种部门、

国务院等行政机构之间利益平衡和妥协的需要。杜鲁门总统对国安会机制并
不十分倚重，初创的国安会机制算不上美国安全决策的中枢机构，也缺乏足够

的权威性，国安会执行秘书长( executive secretary) ①只是一个低调的行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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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7 年国家安全法》第 101( c) 条款规定，国安会须有一支在总统所任命的“文职执行秘
书长”领导下的幕僚队伍。



职位，传统的国务院负责制在杜鲁门政府的安全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制度

设计上留下的巨大空间为国安会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2) 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国安会的制度化发展

艾森豪威尔总统多年的军旅生涯给他带来的秩序感和条理性烙印，使其

特别重视国安会的机制化建设，通过“政策山”( Policy Hill) 模式将国安会机

制在结构和流程上固定为严谨的行政体系。这一时期的国安会不但提供政策

咨询，也参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设计与监督执行。艾森豪威尔高度重视国务卿

在安全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①在安全决策流程中位居

国务卿之下，主要负责领导国安会办公厅。国安会这种制度化尝试得以成功

的关键在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安全事务上独特的背景、能力和责任心。

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国会通过建立杰克逊委员会对国安会的运作情况进

行调查，并要求国安会进行“去机制化”和“人性化”的改造。②

( 3) 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时期，国安会机制的弱化与幕僚班子的强化

肯尼迪总统受国会的杰克逊报告和个人风格的影响，执政伊始就废除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精心设计的国安会机制，以更加松散和灵活的方式使用国安

会体系，刻意削弱了传统上国务院在安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更多地通过“国

安会执行委员会”( NSC-ExCom) 等核心亲信圈子的非正式机制，或者成立临

时工作小组进行安全决策，并以此来推动总统安全决策。在这一时期，国安会

机制主要职责被定位为咨询平台，但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总统安全决策

中的表现更加积极，权力和地位得到显著加强。

约翰逊政府基本沿袭并升级了肯尼迪总统弱化国安会的做法，将安全决

策过程变为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约翰逊总统一方面令国务院在安全

决策体系中扮演表面上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基本上放弃了国安会正式会议

的决策机制。约翰逊使用“周二午餐会”等国安会之外的非正式机制进行安

全决策，真正的国家安全决策都是在包括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总统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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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53 年上任伊始就设置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一职，负责跨
部门政策协调等职能。1969 年，尼克松总统将该职位升级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其在白宫幕僚人员中的地位由第二
层级的“总统特别助理”上升为最高级的“总统助理”，并沿用至今。
Karl F. Inderfurth，Lock K. Johnson，eds.，Fateful Decisions: Insid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 32．



小圈子里进行。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 4) 尼克松总统时期，国安会权力极度膨胀
尼克松总统对时任国务卿罗杰斯( William P. Ｒogers) 为代表的国务院等

行政体系极不信任，高度倚重作为总统核心幕僚的国家安全顾问，令国家安全
顾问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甚至取代了国务卿在国家安全决策中所扮演
的角色。在这一时期，国安会扩大了专职幕僚队伍，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化层级
架构，功能上更加全面，成为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行政机构。但这种高度集权的
模式引发了美国国会的高度警惕和质疑，国会通过一系列调查和立法，加强了
对总统扩大安全决策权倾向的监督和限制。

( 5) 福特总统时期，国安会寻找平衡感
福特总统上任后，一方面逐渐去除基辛格对安全决策的影响力，亲自主导

安全决策体系，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安会的职责和权限，提升了国安会系统的效
率，在较大程度上建立了“多方辩护”机制。福特总统虽然执政时间较短，但
却较好地平衡了安全决策流程中各参与方的权力关系，建立了较为理想的国
安会运作模式。

( 6) 卡特总统时期，国安会的权力再度集中化
卡特总统上任之初，试图摒弃“尼克松 －基辛格”式的决策模式，实现国

安会办公厅与各行政部门在安全决策流程中的平衡。在布热津斯基强势领导
国安会的情况下，加之卡特总统倾向于亲自主导国家安全议题的讨论和决策，

这个时期的国安会逐渐远离卡特总统曾承诺的“权力去集中化”，越来越接近
他所曾经批判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国安会”的模式，国安会迎来了新一轮的权
力高峰，布热津斯基的地位也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国家安全顾问都更突出、更具
优势。卡特忽视了国安会作为安全决策机制中管理者的角色，没有在国安会
和各行政部门之间进行公正有效的管理。卡特还在国安会正式机制之外采取
非正式“周五早餐会”的决策程序，与核心幕僚们讨论国家安全政策。

( 7) 里根总统时期，国安会的决策地位降低
里根总统上任后，试图大幅降低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安会机制在安全决策

中的重要性，承诺使安全决策的相关权力和职责回归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实
际上，里根在安全决策中依靠由白宫办公厅主任等核心幕僚所构成的以白宫
为中心的决策体制，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安会办公厅仅仅负责行政服务和部分
联络协调事务。这造成决策程序混乱无序，各部门责权不清，决策结果难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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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彻底贯彻执行，国家安全顾问频繁易人，国安会决策地位降低，监督与协调

权力削弱。国安会在受到忽视和极度压制的情况下，利用不受国会监督的先

天优势，开始转向秘密行动，并酿成了“伊朗门事件”这一国安会史上最大的

丑闻。里根在执政后期认识到国安会体系对于总统的重要价值，通过机构改

革逐渐恢复了国安会对安全决策的影响力，国家安全顾问领导国安会办公厅

对以白宫为中心的决策体制进行了有效管理。

( 8) 老布什总统时期，国安会机制化的开端

老布什总统任内的国安会被誉为国安会历史上运行最为稳定、顺畅，跨部

门协调最为成功的典范，也开启了国安会制度化的新时代。老布什借助丰富

的外交事务经验和合理的安全团队调配，用简洁高效的“斯考克罗夫特模式”

( Scowcroft Model) ①将国安会系统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国安会体系组织和协调

各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得以恢复。这一时期的国安会系统是一个政策协调、

咨询和评估的中心机构，但国安会正式会议始终并未成为老布什总统任内的

安全决策平台。老布什的安全决策体制是一个以白宫为中心、总统主导最终

决策权的合议型模式，各行政部门围绕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安会办公厅幕僚班

子的协调工作这个轴心，各自发挥专业领域的突出作用，通过部长级委员会、

副部长级委员会对安全政策进行磋商和评估。在正式的国安会决策程序之

外，老布什更喜欢在“八人帮”这个私人核心小圈子里进行重大问题决策。

( 9) 克林顿总统时期，国安会重视经济安全

克林顿总统上任后，面对冷战后多元化、复杂化的美国国家安全形势，强

调国安会要因应新型的国际安全威胁，需重视安全事务中的经济等非传统因

素。克林顿延续了国安会的“斯考克罗夫特模式”，不因政党轮替和总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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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创立的一种分级跨部门协调模式，核心要素包
括: ( 1) 在权力结构上使国安会掌握跨部门政策协调的主导地位和主动权，也使国家安全
顾问一职通过主持部长级委员会会议而确立了对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影响力，实际上巩
固了总统安全决策权力。( 2) 注重解决各行政部门与国安会在中下层级的合作与交流，建
立了稳定的基层跨部门日常协调渠道，实现了部门间政策协调的“日常化”“前期化”，有
效地减少了相互摩擦。( 3) 将国安会办公厅幕僚和各级委员会的工作重心从“提出政策建
议”转换到“政策协调和政策整合”，注重使各行政部门之间在政策上实现“有机融合”，克
服各行政部门出于片面的部门利益而刻意突显某项决策的弊端，从根本上培养行政部门
的整体性政策协调意识。该模式发轫于里根政府末期，成熟于老布什政府任内并一直延
续至今。



而改变国安会的组织结构，夯实了国安会迈入制度化的关键一步。克林顿还
通过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安会，将安全政策协调流程集中在白宫，政策执行则由
各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克林顿领导能力强，其精心挑选的安全事务团队人员
相互关系融洽、分工明确、配合紧密，克林顿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基本上
避免了组织内耗，保障了决策流程的顺畅推进。

( 10) 小布什总统时期，国安会反恐背景下的安全决策主导权
在小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带有鲜明的新保守主义标签的“火神派”

( Vulcans) ①组成了其安全决策团队，强势的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
德占据了当时美国安全政策的主导地位，国务院的安全决策权被逐渐排斥，国
安会未能扮演其应有的“行政部门间裁决者”的传统角色。由于无法在政策协
调与整合上达到应有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安会被认为是“运转失常”的。

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其安全决策更加倚重国务卿赖斯，明显压制了
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党羽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国家安
全顾问哈德利( Stephen John Hadley) 比较低调谨慎，国安会主要发挥政策协调
和监督作用。得益于与总统的密切关系，国务卿赖斯成为在安全决策中代表
总统的政治考量的关键人物，实际取代了国家安全顾问应该担当的角色。

( 11) 奥巴马总统时期，国安会与“小圈子决策”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吸取了小布什总统过于放权的教训，在安全决策中不
是被动接受建议，而是深入参与决策过程的细节，在安全决策中实施微观管理
( micro-management) ，②亲自担当了“他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③ 奥
巴马将决策流程高度集中，高居安全决策的主导地位，坚决掌握最终决定权。

总体上，奥巴马主要由“亲信圈子”提供决策建议，亲自监督决策落实。国安
会更多地成为给“亲信圈子”决策背书的机构，而非安全决策的真正中枢，国
务院等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成为政策执行机构。奥巴马表面上
重视国安会机制，但实际上并未有效发挥国安会跨部门政策协调的本质功能，

许多决策是上升到总统层面由其亲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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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James Mann，Ｒ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 New York: Viking
Penguin，2004) ．
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外交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70 页。
Michael Crowley，“The Decider: Who runs U. S. Foreign Policy，”New Public，August 12，
2009，https: / /newrepublic. com /article /63519 / the-decider．



三 国安会的权力结构与内在机理

从国安会 70 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国安会机制的优势和缺陷都比较显著。

在优势方面:首先，成功实现了在安全决策领域的跨部门政策协调，避免各行
政部门的短视行为。一般来说，国务院重视外交关系，国防部重视军事关系，

美国驻外使馆或各战区司令部则有时仅关注眼前利益、区域利益而忽视长远
利益和综合利益。国安会的出现，打破了各部门间的壁垒，有力地推动和加强
了部门间的协调，把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不同观点统一起来，消除干扰国
家安全目标的内部阻力，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向总统提出对策建议，从整体国家
利益的高度推动决策的落实。国安会的职能是美国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均无
法独自胜任的，是美国安全决策制度的一个重大创新。其次，国安会机制的弹
性空间较大，能够适应不同的国内外安全环境。美国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
国安会的组织架构和决策流程，国安会办公厅可以采取弹性运作的原则，以问
题导向设置各类临时的、专门性的委员会，内部层级比较扁平化。国安会还可
根据需要设置更具灵活性的、能有效因应国际变局的决策流程，工作效率相对
较高。

在缺陷方面:首先，国安会的出现意味着在总统与行政部门之间横亘了一
个新的角色，如果使用不当，不免会在总统与内阁各部门之间制造隔阂。尤其
是像奥巴马这种比较倾向于通过国安会进行微观管理的总统，国安会的存在
令行政部门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总统与内阁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被
削弱，造成总统在决策中无法获取最广泛的政策建议。其次，国安会的决策是
一种“多元 －精英”决策，在“多方辩护”失效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小集团思
维”，更多的合理政策选项都被过滤和屏蔽掉了，不免会陷入总统过于集权、

缺少客观批评和独立思考的状况，甚至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国安会发展的内
在机理是:其一，国安会系统能够满足总统主导安全决策的政治需要。国安会
机制及以其为核心的安全决策流程，经过“量体裁衣”式的多次调整，形成了
国安会的“效忠总统个人，绕过立法机构制衡，限制行政部门掣肘”等特点。

具体来看，国安会在决策流程上最终以“斯考克罗夫特”模式固定下来，在美
国政治结构中占据了亲近总统等独特的地位，逐渐演化出的机构特点能够恰
如其分地契合总统“巩固安全决策主导地位、主导安全决策流程”的政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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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安会机制因此成为大部分总统在安全决策中自然选择的“安全小内
阁”，并突破了宪法对总统外交与安全权力的限制，巩固了总统在安全决策中
的核心地位，这在总统为主导的安全决策与国会和行政机构所进行的权力博
弈中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总统对国安会机制的倚重，促成了国安会的权力扩大化和组织官僚
化。国安会与总统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共生体，并由此奠定了国安会的权力基
础，即对总统行政权力的分享，但这也无可避免地衍生了权力扩大化和组织官
僚化。具体来看，国安会“量体裁衣”式的组织机构特性使其获得了总统的充
分信任和倚重，并与总统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共生体。国安会作为总统权力的
延伸，挤占了国会及行政机构的部分权力，在权力界限上挑战了美国宪政制度
的框架和根基。与权力扩大化相配套的是，国安会在组织架构上也出现了官
僚化倾向，这是总统依赖国安会机制进行安全决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安会组
织架构的发展特性所致，并导致国安会很难理顺与国务院等行政部门的关系，

亦难以体现精干专业、高效决策等优点。

其三，总统以国安会为中枢主导安全决策的过程具有“精英化”的特点。

随着国安会成员日益具有集团化、精英化的倾向，国安会机制下的总统安全决
策也呈现出“多元精英”的趋势，这给总统主导安全决策的过程带来了隐忧，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安全决策过程与“美式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具体
来看，美国总统通过国安会与其他行政机构和国会争夺安全决策主导权的过
程，是精英集团内部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博弈，最终的决策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是由总统一人决定的。从国安会的人员组成来看，美国的安全决策圈具有
非常明显的精英化特征。安全决策的精英化，带来了决策过程缺乏理性平衡、

容易产生小集团思维等弊端，抑制了民间层面的意见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安
全决策过程的参与，造成决策结果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客观
局面。

总之，从美国国内政治的权力结构看，总统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承担了巨大
的政治责任和重大的政治利害关系，但在对外与安全事务决策权力上受到国
会的制衡和行政部门的掣肘，这一“权责不一”的矛盾强化了总统掌控安全决
策主导权的倾向。总统通过在安全决策过程中引入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这个
“非常规者”，巧妙地摆脱了美国宪政民主“权力分立”框架的限制，实现了安
全决策的主导权。在国安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化出诸多为总统“量身定

·77·

政治权力结构视角下的美国国安会变迁




制”的制度特点和组织架构，从而满足了总统主导安全决策的政治需要，同时，

也与总统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共生体。国安会的权力扩大化和组织官僚化，导致
国安会与国务院等行政部门的关系矛盾重重，国安会专业高效的优点也被行政
部门日渐同化。同时，国安会的发展还呈现出精英化的特征，使总统主导下的
安全决策具有“多元精英”的特点，巩固了安全决策权力向总统集中的态势。

四 国安会的新挑战

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重要特征，对国安会的未来发展提出
了挑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国安会是否会沿着原有的轨迹发展下去?

是否还能在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是否还能维持在美国
权力结构中的原有地位?

全球化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都对美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深刻影响，也对国安会的权力和影响力形成了巨
大冲击。

第一，在国际环境方面，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国内
部的贫富分化，若干年积累下来的结果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在总体上低于
发展中国家。国际格局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调整，中美两国实力
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同时，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国际力量的对
比总体上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世界经济中心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
移，美国实力的局限性愈加显现，全球领导地位相对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
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内卷化”政策，显示美国虽然仍为世界第一强国，但谋
求“单极世界”已力不从心，开始务实面对“去单极化”世界格局全面提速的新
时代。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总体呈收缩态势，其安全战略核心
目标是在多极世界中谋求有限的国际霸权，不愿意再过多承担全球治理的责
任。回溯历史，是冷战的开启和美国争取与维护全球霸权的需要，创造了国安
会得以产生的外部环境需求。放眼未来，在全球领导权出现结构性调整的国
际环境下，国安会的定位与功能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二，从美国国内环境看，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资本进一
步向利润率高的金融领域而非利润率低的实体经济领域聚集，资本从物质扩
张进入金融扩张阶段，资本的金融化进而造成了美国大量的失业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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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甚至停滞。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美国政府持

有的资产约为 3. 5 万亿美元，负债为 22. 8 万亿美元。同时，面向公众的债务

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升至 77%，接近 1950 年的水平，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高位。① 由于国家的政治权力取决于可支配资源的多寡，随着美国的国

家经济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力的萎缩，作为整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也受到冲击，这

使美国国内各个政治权力中心对政治资源的争夺和博弈在加剧，各机构间的

协作能力在下降，相互间摩擦却在增加。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原

本被用以防止总统和行政部门权力过大的分权制衡机制，变成了否决政体
( Vetocracy) ”“总统的行动成本大幅提高”。② 因而，美国总统面对政治对立面

的否决，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避免。作为总统行政权力的共生

体，国安会的权力和影响是否会出现下降，政治能力是否较以前也会萎缩，这

同样上升为一个新问题。

信息化时代精英阶层对安全事务的垄断被削弱，安全决策的参与主体大

为增加。信息传导方式从垂直结构变为扁平结构和网络结构，精英阶层自诩

代表民意、实则左右民意的能力被削弱。这些因素都对国安会的运作提出了

新的重大挑战。

第一，信息化的最本质特征是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信息的拥有者更加碎

片化，信息的传播门槛被大大降低，传播的容量、速度和覆盖面都大为提升，这

使精英阶层往日对信息的垄断日渐减弱。如阿尔温·托夫勒( Alvin Toffler)

所说，在信息时代“掌控信息也就意味着掌控了权力的核心要素”。③ 信息扩

散的背后是权力的扩散。在信息化之前，政治体系中的精英或者精英集团，可

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信息优势，建立有利于自己的规

则，国安会也是基于信息垄断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

治土壤下，利用法律规定的“空隙”不断扩大权力。信息化时代的出现和发

展，给信息的传播创造了更多的空间，这些空间对国安会维持原有权力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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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 2016 年‘财报’: 总负债 22. 8 万亿美元”，新浪网，2017 年 2 月 9 日。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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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托夫勒著，吴迎春、傅凌译:《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5 页。



严峻挑战。信息化带来了更多了解安全决策的渠道和手段，出现了更多非国
家权力的但能够影响国家政治运行的权力中心和行为体，公众要求外交活动
公开化、透明化的舆论压力也在增强。总统和国安会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
心所欲地控制信息流，被迫让渡部分的信息控制权。国安会系统也面临着探
索新的权力平衡点的压力，即在确保基本的保密要求及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如
何应对社会和公众对决策过程有更多知情权和话语权的需求。

第二，信息传导的主导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传统垂直结构，而是以公众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自发建构舆论圈为代表的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这一信息
传导方式的变化，使精英阶层通过传统代议制方式以国家之名“代表”民意的
空间日渐狭窄，而与国家( 政府) 相对应的社会、族群、公民、个人等单元的声
音得以更多直接呈现，其利益不再被刻意压制或忽视。在此情况下，非政府行
为体也将获得参与安全决策的机会，往日安全决策的“精英化”“秘密化”色彩
被冲淡，公众以及国会将更有条件对美国的安全决策实施更有力的监督和规
制。因此，对于一些敏感而重大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国安会如何在决策过
程中更好地体现公众的意愿，如何增强安全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必须直面
的新难题。

第三，信息化还将产生新的不平等，国安会有被“信息新贵”掌控之虞。

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其反伦理、反社会的一面，甚至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信息化
看似带来了信息分布的更加均衡，但是，一方面，掌握新技术的人可以比他者
更加快速便捷地拥有新信息，技术进步的背后将形成新的垄断，而且在法律约
束还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将造就新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原来的弱者如果不能
及时追赶上时代的发展，则会被更加边缘化。更进一步看，信息与资本存在着
深度融合的关系，信息化是建构在资本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基础上的，技术进步
的背后多是资本在掌控。因此，“信息新贵”们往往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主体，

只是存在着更多的无序和不确定性。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国安会在“资本主
导政治”逻辑之下的发展态势，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的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 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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